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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可以称得上是知识？这一问题是学校教

育课程与教学过程中的原点性问题。特别是 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对于教育形式与学校知识的分析

和研究，已从“科学性”、“客观性”转向“历史性”、
“社会性”。由此而来，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也从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转向“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长期致力于教育与社会、历史、文化关系研究的美
国教育学家托马斯·波克维茨（Thomas S. Popke-
witz，以下简称“波克维茨”）提出了“社会知识论”
（social epistemology）。他立足于一种非常特别的方
式，发展了知识探究的观点，思考并分析了一些看

似普通的问题，体现出极为典型的历史性批判思维。

一、“社会知识论”基于一种后结构主义
视角

对于知识的探究，“企图找寻最终真理与不变
规则、坚持知识永恒性与中立性”的时代已渐渐远
去。这是因为，此种认识论逻辑明显忽略了人类主

体的“能动性”特征，以此获得的世界本质似乎只
能被宣告与人类社会并无必然关联。由此而来，愈
来愈被接受的后结构主义知识探究视野已不可阻

挡地被更多人所认同。后结构主义将知识探究从
“纯粹世界”还复回“人的世界”，重视知识的社会
性与历史性脉络，重点关注的问题在于“知识是如
何被生产出来的”。从本质上说，后结构主义认为
不存在客观知识，在一定意义上，知识不是理性，

也非真理。总体来看，波克维茨的“社会知识论”便
是这种后结构主义视角的具体表达，它不是空穴

来风，主要受到了知识社会学、年鉴学派、迪尔凯
姆（魪mile Durkheim）、福柯（Michel Foucault）及布迪
厄（Pierre Bourdieu）的影响，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思

想基础。
（一）社会知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知识论”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侧
重考量知识的“社会性”，主要聚焦知识形式与社
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知识本身的社会条件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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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知识论”认为，知识的产生、流动会受含涉历
史、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和各种形式社会的作用
与影响。简言之，知识是“混合之音”的结果。
1.知识具有社会性。波克维茨认为，知识是被

建构和生产出来的，是社会中的权力建构，而社会

知识论是运用社会情境与历史脉络，探究知识形

成的规则标准、认知特点、分类方式和自我概念。
波克维茨的这一观点受到福柯对“知识”、“权力”、
“主体”三个核心概念及其关系认识的深刻影响。
基于此，波克维茨认为，理性建构应体现“历史性”
和“脉络性”。波克维茨非常重视社会与文化对于
理性建构的意义，认为理性支撑下的类别与原则隐

存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应通过教育过程与社会
政治的相互关系，探讨学校实践方式的形成原因。
2.知识与权力密不可分。一定意义上，波克维

茨所说的“尽管并非所有知识都是不好的，但知识
都是危险的”，表达了其“知识是权力的技术”、“知
识隐含着权力，即知识乃是权力运作的结果”的观
点。“作为管理过程的权力体现在两个方面，它是
赋予或重新赋予社会事务组织意义和实践的能

力”。[1]进而言之，“波克维茨用社会知识论来解析
教育研究领域中的知识权力关系，认为现代国家

的管理与科学研究的标准是构筑教育研究领域的

两大知识，这两种知识使教育研究必须确立社会

中的行动主体并符合国家的进步发展方针”。[2]在
他看来，知识隐含了规范、排序的治理功能，知识
与权力关联密切。例如，若对“青年”一词进行发生
学追问或系谱学考察，将会发现其在被创造出来

的过程中，经历了诸多权力之间的互动及其在不

同时代的历史变迁轨迹。
3.社会知识论是一种研究方法论。福柯认为：

“权力应是一种包括个体、群体间关系的领域；是一
种语言、符号、沟通、相互性和意义沟通的领域；是
强制手段之支配、不平等和主从关系的领域。”[3]同
时，权力的显现形式也非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相

互利用、交织而成。总体来说，福柯的权力观关注
权力的生产性和效果，将权力看成是人们运用知

识、制度实践与日常生活论述来介入社会事件，而
这样的权力观主要是通过各种理念系统规训个

人，使其在自我世界中行动和思考。基于此，在波
克维茨看来，“社会知识论”也是他运用福柯理论

发展出来的一套批判与分析教育改革的话语体

系。这套话语体系超越了传统羁绊，是其分析教育
议题的重要方法。“社会知识论问题更接近一种方
法论，以探索作为知识、权力、历史视角地位的实
践交集在一起的改革。在这种背景下，当结构关系
的连续性和断裂性与制度的实践和事件结合在一

起时，知识的获得与改变（社会知识论）的发生就

会变得明显”。[4]波克维茨曾说：“我将社会知识论
当作一个方法，来使学校知识成为一种社会实践，

以便进行社会学上的探寻。就这方面来说，我认同
实用主义哲学的传统，而反对传统认识论的概念，

宣称涉及知识的本质、起源，以及限制的普遍性知
识。”[5]所以，波克维茨的社会知识论重点讨论了两
种概念：权力的统治与压抑、权力的生产。
（二）社会知识论对教育领域的影响

秉持“权力与知识存在共生关系”这一基本立
场，波克维茨深刻反思了现实当中教育与课程改

革领域的诸多问题。这是他立足于截然不同的社
会关系与空间、审视并质疑理性中心霸权的大胆尝
试。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他对权力 /知识表象技术
的一种揭露，对现存教育体制既定原则与规范的

一种颠覆，对复杂社会关系多重面貌的一种厘清。
1.对学校知识的质疑

（1）学校的知识与规范对儿童具有区分及纳

入 /排除功能。波克维茨系统分析和解释了儿童在
学校中是如何被区别和比较的。他认为，在规范化
学校教育中，存在一种“儿童正常与否”的衡量标
准，并且据此去理解和评估所有儿童。在《心灵追
索》一书中，他具体论述到：常态化（标准化）乃是
差异地对儿童与教师的内在特质给予评价的分化

实践。现代教育学告诉教师和儿童什么是平均与
常态，什么不符合平均与常态。标准化的实践产生
了纳入 /排除的系统。“区别儿童智力的标准是观
念网（grid）的一部分，它通过教师的区分或分类来

进行。关于学习、儿童时期、教学和课程观念网的
功能在于，通过创造出日常行为越来越细微的差

别，客观地对个体进行分类和分等”。[6]标准化“对
学生的区分等级并不在平等的层面。话语方式规
定了纳入 /排斥个体参与和行动的原则。植根于智
力、学习和孩子的‘自尊’（这些术语经常出现在教
育学中）标准的功能在于，使那些不‘符合’平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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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某些学生失去资格”。[7]“无论你是谁，标准化
是纳入 /排斥某种方式的存在”。[8]“铭刻在学校科
目知识中的稳定性，成为一种对学生纳入 / 排斥功

能制度能起到作用的技术，当然它看起来并非如

此。而且，纳入 /排斥看起来为一种学习或个人动
机的‘自然’逻辑”。[9]也就是说，学校在进行知识传
递与行为塑造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也在对儿童进

行区分与管理，而这种区分与管理的背后，极有可

能隐存着某种非中立的特定立场。
（2）心理学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着管理、监控儿
童心灵与行为的作用。心理学的初衷，本应是为了
剖析和归纳儿童心理层次、便于教育工作者更好
地了解儿童心理状态、进而提供适当的课程与教
学方法。但在波克维茨看来，学校教育中心理学的
开展并非想象中那般中立与自然，而是作为一种

权力、标准与规范的历史演变产物，统治、塑造并
改变了儿童行为，取代了道德哲学应对儿童心灵

进行的治理、解救甚至治疗。他认为：“现代学校乃
是个人心灵的反省、启示及进步有关的技艺。教育
学实践的心理学创造了个体在治疗上的意义，规

范了个人全部的生活，生命被建构并且得以具有

生产力。学校运用由心理学所建构的理论与技艺
拯救心灵，藉此使个体获致进步。”[10]也就是说，儿
童在表面上貌似自主，实际上却是被规训的。
（3）学校以群体推论的方式来规范个体。波克
维茨认为，群体推论乃历史建构而成，是权力运作

的结果。群体推论的过程即根据各项统计资料的
整合进行个体规范化的工作。先是将统计资料中
的某些特质归属于某个群体中的个人，据此，监视

与监督他或她的成长与发展。一旦在概念上建立
起“群体”概念，即可运用统计技术，加以测量、组
织与区分；并且可以透过权力———知识的技术，使
之成为制度。由此，学校便实现了以群体推论的方
式来规范儿童个体的目的。从而，不分青红皂白地
将儿童个人特质一概视为需要教育介入的对象。
（4）学科是社会建构的炼金术。波克维茨将

“学科的形成”比喻为一种教育学的“炼金术”。在
他看来，知识不是中立的。所有科学、社会科学、历
史，以及文学研究的知识建构，涉及复杂的关系和

网络。而且，什么才算得上是知识，涉及一个学科
内不同群体对参与、真理、认同标准的斗争。“真

理”的原则，既关涉学科内部，也为学科外部利益
群体建构而成。也就是说，学校课程是由炼金术所
成，在此炼金术背后，存在一种既定逻辑，知识因

此被视为稳定的、中性的和客观的。而这种对于知
识的看法，正是波克维茨所特别质疑的内容。
2.对教育改革的反思

奠定波克维茨在美国教育学界后结构思潮中

学术地位的著作，是其 1991 年出版的《教育改革
的政治社会学———教学、师资培育与研究中的权
力 /知识》。在该书中，波克维茨基于“改革未必会
带来进步”、“教育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这些改
革又是如何被建构而成”等问题，对现实教育改革
实践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批评道：“‘改革的常识’
假定介入也是进步，这忽视了改革的历史，将改革

视为变化的修饰性界定。”[11]波克维茨认为，过往的
学校改革，明显带有“救赎”性质，将个人命运同国
家承诺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内含了与社会纳入 / 排

除相关的文化实践。学校教育改革的本质是“政治
性”的，且将社会、文化、经济等多种利益隐藏贯穿
于教育制度改革当中。因此，一个从未改变的事实
是，不同利益在不同时期纠结，形塑了学校课程的

不同样貌，学校成为利益相竞的空间和场域。进而
言之，“教育改革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被建构出来
的过程，虽然来自不同学者的理念与愿景，但却隐

含着某种知识权威，表达出一种权力的效果”。[12]总
之，不同于“改革等于进步”的直线思维，波克维茨
对于教育改革的研究，除了探讨改革本身的概念

外，还特别探讨了各种建构改革的知识原则、历史
条件与产生过程。
3.研究方法论的转向

知识社会学是一种批判研究，关注稳定性背

后的冲突性，但这种研究理念本身却蕴含了一种

自 19 世纪以来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其以“批
判”为名，霸占了整个批判研究方式与空间，延续
了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知识社会学除了引
导质的研究的进行并成为其理论基础，更为重要

的是，其研究过程因此常被视为研究焦点，整个研

究反而沦为一种工具性问题，丧失了研究初衷。换
言之，即使知识社会学在研究目的上强调一种批

判精神，从而挖掘背后潜在的意识形态，但在真实

研究过程中并未对其所运用到的技术手段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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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加以必要批判。基于此，波克维茨以福柯的
批判理念为研究方法论，如《心灵追索》一书中所
指出的那样，其探究都市 / 乡村性格的研究方法

除了运用传统民族志研究方法外，还特别强调了

社会知识论的诠释策略。“就某种层次而言，本研
究遵循着民族志方法论研究法的普遍通则，但在

另外的层次上，本研究受到理论驱使，由我所称的

社会知识论引导，强调知识是社会实践。进行本研
究时，虽然我是透过民族志方法论搜集资料和分

析，但是改变民族志研究法的诠释策略，让所熟悉

的事物变得不熟悉了。这个改变转向到教育学论
述实践，这些实践建构了主体，并且衍生出了行动

与参与的原则”。波克维茨进一步论述道：“本研究
采用了一种审慎的策略去代替传统民族志的方

法。传统民族志的方法将行动者的地位、教育学的
知识、言论的‘自然性’视为理所当然，取而代之的
内容是，通过理性的养成和反思对象的构建来对

作为知识系统影响的权力的研究。”[13]

二、“碎片化思维”是一种重要思想通道

波克维茨的“社会知识论”是一套系统严密的
理论体系。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若要真正从研
究、决策和实践层面对其具体把握，必然要通过某
种有效途径达到。而所谓有效途径，就是“社会知
识论”的思想通道。波克维茨特别倡导反思、批判、
解构，因此，首要的思想通道便是他一再强调的

“碎片化思维”。
第一，“碎片化思维”是“去自然化”、“去常规
化”地反思教育。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批判策略，
碎片化思维是对常规化思维的审视，意味着摒弃

通过唯一的、惯常的思维方式审视教育，转向尝试
运用另一种思维方式思考诸如“我们是谁”、“我们
应该是谁”、“青少年是谁”、“教师是谁”、“我们当
下的行动是否存在局限”等教育问题。例如，学校
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应该怎样对待孩子、应该
如何看待教师……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承认，我们
已形成了某些固定“程式”，而“碎片化思维”的主
要任务，就是尝试质疑和批判这些所谓的“程式”。
按照波克维茨的说法：“‘碎片化’就是指对我们所
认为的那些常规化的观念或社会生活方式进行重

新思考，即：停下来想一想，这些所谓的理所当然

的观念也许并不是天生就合理合法的，它们究竟

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呢？”[14]波克维茨认为，“碎片
化”不是倡导人们必须在常规化观念之外为求新
而求变，而是启发人们对接受和默许的已有观念

展开重新认识。此外，波克维茨还特别强调，反思
不是反对，也不是消除或放弃共识，其真正意义并

非完全抛弃所有常规化观念，而只是尝试探讨“理
所当然”和“情理之中”之外是否还存在某些其他
可能。正如福柯曾说过的那样：当我们的头脑中
只有唯一一种思维方式时，那将是危险的。在此意
义上，波克维茨所谓的解构过程，也是一种建构

过程。作为貌似相悖的解构和建构，其实不是敌对
关系，而是伴生关系。
第二，追问“当下历史”的研究方法是以碎片
化思维为基础。所谓“当下历史”是指，“目前我们的
观念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即当下的‘真’有着深
刻的社会历史渊源，通过对历史状况的拷问可以回

答当下人们深信不疑的‘真’是何以为‘真’的原因。
简言之，就是整合多个角度审视那些所谓的理所

当然的观念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并最终在人们的

头脑里成为常规性存在的，探寻促使这些观念形成

的可能性条件”。[15]具体来说，这里的“当下”是沉淀
在人们头脑中已经常规化的概念或观念；这里的

“历史”不是一般意义上那种遵循时间逻辑的自然
发展史，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各方面力量交错汇
集、相互作用的生产性过程，亦即既有观念何以成
为可能的各种历史事件的叠加。遵循这种思维方
式，针对教育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或现象，通过

“当下历史”这一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
重新审视教育领域中所谓“毋庸置疑”的观念是如
何在人们头脑中历史地产生。在此基础上，教育工
作者也可获得关于学校运作秩序的知识，进而为指

导并推动教育改革提出更多可供参考的选择。
第三，“碎片化思维”的教育价值在于“多元”
视角。在波克维茨看来，“碎片化思维”的教育价值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绝大多数教育研究或社
会科学研究基本都会理所当然地对研究对象保持

一种常规性认同，例如“如何看待教育中的儿童、
青少年”等。但是，“碎片化思维”强调对这些研究
对象进行“去常规化”，即提倡“停下来想一想”———
那些所谓的常规性想法为何会被视为常规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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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就进一步激发我们去探索关于学校运作秩
序的知识学。其二，“碎片化思维”丰富了教育科学
研究的思维方式，从“设计教育”转向“思考教育”。
具体来说，“碎片化思维”不仅思考“学生是谁”、
“应该是谁”等问题，而且思考那些习以为常的观
念是何以被塑造又被传递的，即通过对常规性的

质疑进一步追问“是否还有其他可能和选择也同
时存在”。事实上，在我们思维的背后，存在一个塑
造我们观念的无形规则体系。因此，只有通过批判
和反思，才能为教育进步创造更多可能的空间。

三、教育工作者应作批判性重构

波克维茨“社会知识论”在解构现实的基础
上，并未如他所说的那样“不指导他人应该做什
么，也不塑造他人的意志”。事实上，这一理论对于
教育现实的真正力量已明显体现出来，即启发教

育工作者勇于质疑并大胆挑战某些固有的、既定
的、传统的甚至权威的教育 / 课程内容及研究方
法。按照波克维茨的说法，他对欧美课程教学改
革、教师专业发展、世界主义等教育问题开展大
量批判性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试图给予教育工作

者解决具体教育问题的操作性策略，而是意在启

发教育工作者对教育教学现象展开审慎而独立

的思考，进而能够始终对教育保持一颗敏感的心。
总之，波克维茨希望教育工作者拥有更大的思想

空间与行动可能。的确，同为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研
究者、教育决策者与教育实践者，虽各自总是从
不同角度诠释和解答着教育工作中的诸多问题，

但在其应有努力过程中，“批判性”却始终如一应
成为“通过塑造儿童从而重构社会”这一历史工程
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教育研究者应理性表达批
判、教育决策者应坚守知识分子立场、教育实践
者亦应是“研究者”。这也是波克维茨“社会知识
论”给予教育工作者通过教育改革、实现社会重
建的重要暗示。
（一）教育研究者应理性表达批判

现实社会永远不可能十全十美。作为研究者，
正是通过边缘性反思和批判力量给现实社会一定

压力，使其持续保持发展活力。显然，沉默和保守
会彻底堵截一个社会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无限趋
向完满的可能性。所以，批判从不应是被指责的

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只有通过批判，知识才能
前进”。[16]批判是人脑中具有的一种认知———评价
状态，它与怀疑、独创是同等程度的概念。无论对
实践还是对理论，它都表现出主体不满足、不满意
的态度和心理倾向。一定程度上，批判意味着距
离、意味着独立、意味着究本溯源、意味着质疑和
否定、意味着重新衡量和估价。但是，批判绝不仅
限于否定、批评，而是与分析、评判、甄别紧密相
联。批判既有反思的意味，也有建构的功用。这意
味着，缺乏对策的批判常常是无效的批判。批判应
以“在解构中建构———在批判旧世界中揭示并建
立新世界”的健康方式进行。这是因为，“批判的理
论建设成果，将比批判的冲动和热情更为重要”。[17]

教育研究者应理性表达批判，“只强调知识分子批
判性的一面，忽略了批判本身并非目的，当为了批

判而批判时，批判本身就成了一种机械的重复，它

失去了知识分子最珍贵的思考与创造精神”。[18]

（二）教育决策者应坚守知识分子立场

在教育工作中，由于教育决策者与教育研究

者的角度和立场有所不同，从表面上看，似乎“知
识分子”的名义只适用于教育研究者。但实际上，
作为追求学术理想的教育研究者群体，时常会因

学术理想的一味悬置和无法落实而被动滞留。因
此，求真阶段过后，总是希望学术理想被纳入决

策，从而批判性地改造现实。知识分子不仅应具有
尼采所说的头脑冷静、思维缜密的“日神风格”，而
且也应时时闪耀一种强烈的社会良心，关怀现世

的颇具浪漫主义风格的“酒神冲动”。概言之，不知
疲惫的正义呼吁和建设性社会批判，是知识分子

永远无法推卸而任重道远的神圣使命。从这一角
度来看，教育决策者亦应是坚守知识分子立场的

群体，理性表达批判。具体而言，教育决策者应具
有研究意识，即以研究态度和科学方法看待政策

现象，处理政策问题。教育决策者应形成过程意
识、距离意识和代价意识。这也是教育决策者坚守
知识分子立场的具体路径。
（三）教育实践者亦应是“研究者”
一个强化反思性的世界才是一个聪明人的世

界。“反思性教学”是对传统教师角色的一种纠正
和补充，是在反思教师传统形象的基础上对教师

角色的重新设计———使教师进入一种不断探索、

— 78 —



No．2． 2015 比 较 教 育 研 究 2015年第 2期
General No．301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总第 301期）

（下转第 90页）

批判和创造的教学方式中。基于此，作为教育实践
者的教师，又被赋予了另外一种重要角色———研
究者。在波克维茨基于“社会知识论”的教育 /课程
研究中，也表达过一些“教师即研究者”的观点。首
先，波克维茨曾基于美国学校教育改革背景，对于

“超越传统民族国家忠诚归属界限、带有普世价值
全球公民意识”的“世界主义”（或称“多元文化主
义”、“跨文化交际”）进行过深入探讨。他认为：“世
界主义将生活的许多重要品质和特征的重要性及

有限性带到面前，这些品质和特征限定（order）了

‘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谁不能成为‘我
们’中的一员。……这些问题都与社会管理儿童的
问题相关，以使儿童成为将来世界主义的公民。”[19]

波克维茨特别强调：“世界主义从历史的手段考
虑，把理性作为一个既包容、又排斥的系统，用多
种知识化的‘手段’，对学校教育中的学生和不同
的社会———政治空间中的人群进行分类。当前美
国学校教育改革中提出的所谓‘为了一切孩子’，
实际上只是一种姿态，大力宣传世界主义所体现

出的对全人类和谐的追求。在我看来，却是一个抑
斥的过程。一方面世界主义宣传学校和学生应该
具有的品质，另一方面世界主义总将一些学生阻

挡在教育的实践范围之外（例如被教师称作学习

困难的学生，可能并非真的有学习障碍，只是不符

合教师自己对学生的期望)。二者之间的反差让这
些学生倍感失落，而实际上学生又离不开当今的

教育体系。许多教育改革之所以让那些处境不利、
城市儿童和贫困家庭、移民后代觉得学校没有容
身之处，就是经历这样一个遭受抑斥过程的结

果。”[20]显然，作为研究者的教师，在学校教育过程
中应理性对待这种世界主义双重性的实践影响。
其次，波克维茨的“社会知识论”警示教师，对于知
识的分析与诠释不能被依旧认为是扮演着值得

信任的楷模角色。“知识被从作为社会条件一部分
的时空情景因素中剥离开来。它通过实证主义方
法获得。实证主义重点关注具体情景和个体，因而
对关于现实的历史视角和社会视角视而不见”。[21]

因此，波克维茨指出：“历史、社会学、哲学和教育
学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并不像它们所宣称的那样

‘公正’；它们也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被在政治上
嵌入了学科实践之中。我也同样关注社会学的知

识和权力问题。”[22]具体来说，波克维茨认为，教师
必须意识到以下方面：（1）知识内含的理性是经过

社会运作加以建构形成；（2）学校并非在扮演一个

中立角色，教师更是在教学过程中以其内定与预

设的普遍价值对儿童进行了性别的、种族的、阶级
的分类，构筑出孩子间的差异与区隔，形塑出孩子

的自我认同与特质；（3）当教师依赖的教科书知识

一旦被视为稳定与中性，随之一些儿童因拥有正确

敏感度与秉性通过成功管理而得到救赎、而那些
缺乏此种特质的儿童终将无药可救时，教师便会

开始对学生秉性加以规范和分类。如此而来，在学生
与教科书之间，便存在着一种群体推论思维，教师

也是在这样的推论中将儿童划出标示，做出区隔。
总之，这些“知识具有社会性”、“知识与权力密不
可分”等“社会知识论”的实践影响，是从事教育实
践的研究型教师必须谨慎对待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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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iculum standard of moral education （KSSR）was implemented progressively in primary
schools in Malaysia from 2011.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was set separately for each grade.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re composed of the introduction, curriculum objective, content organization, values, moral education

skill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standards.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have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tu-

dent-centered, emphas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and the society, paying attention to thinking skills,

implementing progressive education and emphasizing formative influence. Th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are good

references for revision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of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in China, especially for the

formulation of evaluation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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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mentation Thinking：The Routes to Social Epistemology
of Thomas S. Popkew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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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erican education expert named Thomas S. Popkewitz has proposed the theory of social episte-
mology, which focuses on knowledge sociology. The main points are as follows: knowledge is social; knowledge is

linked to power; social epistemology is a kind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Educators should deconstruct knowledge

from schools,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by fragmentation thinking. Education researchers

should express rational critique; education policy-makers should pursue to be intellectuals; teachers should be re-

searchers. These are important hints that Thomas S. Popkewitz’s social epistemology given to educators for chang-
ing the modern school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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